
从 “改正朔 ”到 “改用西历 ”
———西学东渐下国人传统观念变化的一个审视角度

　　　　 吴　岩　李　帆

[摘要 ]西学东渐带给中国的巨大改变 , 已毋庸赘言。 “改正朔”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和政治举

措 ,遵循奉天法古的原则 , 其透过历法所象征出的天道正统观念 , 既为统治者所提倡 , 也为民众所遵循。清代作

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朝代 ,无论是在问鼎中原的清初 ,还是在危机四伏的清末 , 直至民国肇建 ,都有改正朔之

举 ,但因西学介入或以西方为参照 ,又使得改正朔在观念与制度层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从 “改正朔”

到 “改用西历” ,不仅是社会时间建制的改变 , 也透露出国人传统宇宙秩序观念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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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正朔作为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

和政治举措 , 在中国延续千年 , 每遇改朝换代之

际 ,必有改正朔之举。
①
清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

一个朝代 ,无论是在问鼎中原的清初 ,还是在危机

四伏的清末 ,直至民国肇建 ,都有改正朔之举 ,但

因西学介入或以西方为参照 ,而使得改正朔在观

念与制度层面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对

此 ,学界尚少关注。本文以西学东渐为参照系 ,通

过对清初及清末民初改正朔的辨析 ,查看国人观

念世界的变化 ,尤其是直线 、进化的时间观念 ,正

是在传统改正朔的形式下 ,填充进改用西历的内

容 ,终于落实为一种时间建制而得以物化及强化 。

线性时间观念的物化及强化 ,不仅潜移默化了人

们认知世界的方式 ,也在一定程度上型塑了此后

线性 、进化的历史观念。在今日后殖民主义的视

角审视下 ,此一历史观念日渐成为历史研究的反

思对象。
[ 1] (P.3-5)

有鉴于此 ,本文尝试以西学东渐

为纽带 ,循迹从 “改正朔 ”到 “改用西历”这一历史

发展路径 ,以期为查看国人传统观念世界的变化

提供一个审视角度 。

一 、传统改正朔的性质与作用

中国历史朝代众多 ,几乎每一个新建立的政

权都要通过改正朔来彰显自己的正统地位。何谓

正朔? “改正朔者 ,正谓年始 ,朔谓月初 ,言王者得

政 ,示从我始 。”
[ 2] (P.3266)

即每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

月 ,每月的第一天称为朔日 ,那么改正朔在形式上

就是对分配年月日的历法作出的一种改变 ,但因

传统历法的性质与今天有别 ,历法作为一种通天

的手段 ,对于统治者具有重要的意义 。所以改正

朔是一种以历法为基础的充满象征意味的政治活

动 。对于统治者而言 ,通过改正朔可以达到两个

目的:其一 ,通过改正朔的形式 ,来昭示统治者的

合法性与正统性。 “王者必受命而后王 ,王者必改

正朔 ,易服色 ,制礼乐 ,一统于天下 ,所以明易姓非

继人 ,通以己受之于天也 。”
[ 3] (P.185)

通过改正朔以

昭示王者受命于天而非继之于人 ,可见这里的

“天 ”作为一个终极依据 ,有着不容置疑的权威性 ,

王者正统地位的确立 ,端赖天意的获取。其二 ,通

过颁朔与受朔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形式 ,以确认

统治合法性与正统性被接纳 ,所以奉正朔成为归

属与臣服的一个重要标志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

明易姓 ,示不相袭也 ,明受之于天 ,不受之于人 ,所

以变异民心 ,革其耳目 , 以助化也 。”
[ 4] (P.360)

所谓

“变异民心 ,革其耳目”强调的是对旧政权的否定 、

遗弃和对新政权通过改正朔所昭示出的正统性与



合法性的接纳与服从。

改正朔有所改 ,有所不改 。有所改 ,指的是在

夏商周三代 , “周子 ,殷丑 ,夏寅 ,是改正也;周夜

半 ,殷鸡鸣 ,夏平旦 ,是易朔也 。”
[ 2] (P.3266)

这里改的

是岁首与月首 ,即真正地改正 、改朔 。到汉武帝时

期 ,将夏正建寅之月固定为岁首 ,即所谓行夏之

时 ,此后中国传统历法固定在这样一套年月日的

分配体系当中 ,被称之为夏历 。但 “改正朔 ”并不

因 “正朔”有了固定的时间点而失去 “改 ”的正当

性及必要性 ,政权的合理合法依旧要通过 “受命于

天”来昭示 。所以在抽离了 “正朔”实质后 ,汉武帝

将 “名年建元”充实于 “改正朔”之中 ,以之为 “改

正朔 ”的具体内容 ,而使 “改正朔”这一形式继续发

挥其对于政权合理合法性的说明与解释之功效 。

所谓 “名年建元 ”,就是依据符瑞建立皇帝年号用

来纪年 ,并以其建立之年为元年 。此后的改正朔 ,

即是通过建立新的皇帝年号以纪年 ,通常情况下

还会通过一部新历法的制定来象征自己获得了通

天的手段 。比如 “明朝立国 ,尽管全盘袭用了元代

的《授时历 》,但也一定要做些微改动并重新命名

为《大统历 》。”
[ 5] (P.254)

改正朔亦有所不改者 ,其一 ,是因为确立正统

性与合法性的终极依据 ———天道 ,并不会因为 “正

朔”之改而随之转移 ,所谓 “天不变 ,道亦不变 。”

“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 ,非改其道 ,非变其理 ,受命

于天 ,易姓更王 ,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 ,

修故业 ,而无有所改 ,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所

别。受命之君 ,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 ,事君

者仪志。事天亦然 。今天大显己物袭所代而率与

同 ,则不显不明 ,非天志 。故必徙居处 、更号称 、改

正朔 、易服色者 ,无他焉 ,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

也。若夫大纲 、人伦 、道理 、政治 、教化 、习俗 、文义

尽如故 ,亦何改哉? 故王者有改制之名 ,无易道之

实。”
[ 6] (P.17-19)

即伦理道德 、政教风俗 ,仍一如其

旧。其二 ,中国传统阴阳历一直是改正朔的历法

基础 。中国的传统历法因兼顾日月之运行 ,而被

称为阴阳历。无论是在改正朔名目下制定的新历

法 ,还是对历法进行的历算方面的改进 ,都在阴阳

历的体系中进行。阴阳历中 “齐日月以整齐之”的

分配年月日的方案 ,既反映了人们对于天象宇宙

的观察与认识 ,也为传统定义宇宙秩序的阴阳五

行思想 ,提供了学理上的支持 。可以说 ,中国传统

的阴阳历与天道观念 、宇宙秩序思想嵌合在一起 ,

共同支撑着改正朔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政治行

为 。

综上所述 ,中国传统的改正朔 ,除了皇帝年号

的改变之外 ,很少承载实质性的改变 ,在延续千年

的改正朔传统中 ,其一以贯之的是天道的终极信

仰 ,及其对于政权正统性与合法性的赋予 ,还有就

是为此提供技术支持的阴阳历法。所以 ,当西方

最初以天文学为触角伸入到中国的改正朔中时 ,

其对于改正朔所传承的不变之道与不变之法 ,是

否会有所移易 ,中国人于此时对于西方天文学的

认知 ,又怎样影响了此后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 ,这

需要对清初的改正朔加以辨析。

二 、清初改正朔———依西洋新法

清朝统治者于 1644年入主中原 ,甫一入京之

际 ,便将 “改正朔”作为头等大事来办。明代的 《大

统历》在成化迄隆庆期间 ,因舛误迭出 ,已备受诟

病 ,改历之声纷起 ,尽管徐光启支持下的西洋新法

在对中国旧法长达十年的八次天象观测较量中屡

战屡胜 ,但碍于儒士对天主教的批判及旧历家的

反对 ,由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等人以西洋新法编制

的 《崇祯历书 》,却迟迟未见颁行。较之因夷夏之

防而犹豫不绝的汉人皇帝 ,东来的满族统治者在

采纳西法新法方面则毫不迟疑 ,所以汤若望将原

本为明朝制定的 《崇祯历书 》略加改动进呈后 ,清

朝统治者就将入主中原前使用的 《大统历》弃之不

用 ,而采纳汤若望的西法新法编订 《时宪历 》,于

1645年即顺治二年颁行。

汤若望的西洋新法之所以被清初统治者采

纳 ,原因或可做三解:其一 ,满清入主中原 ,取明朝

而代之 ,则必用明朝未用过之法 ,以示 “受之于天 ,

而非继之于人”,所以明代未启用的《崇祯历书 》成

为最佳选择;其二 ,之所以敢于将西洋新法拿来为

我所用 ,是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初入中原的清

初统治者似还未因根深蒂固的夷夏观念而对西人

有所排斥 ,况其自身在当时汉人眼中也属夷狄 ,因

此汤若望的西人身份并未构成其西洋新法被采纳

的障碍;其三 ,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 ,汤若望的

西洋新法得以应用于为改正朔提供技术支持的历

法 ,在于其精准 , “西洋人汤若望言 :̀臣于明崇祯

二年来京 ,曾用西洋新法 ,制测量日月星辰定时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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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诸器 ,用以推测 ,近遭贼毁 ,臣拟另制进呈 ,今先

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 ,照西洋新法推步 ,京师所

见日食分秒 ,并起复方位图像 ,与各省所见不同之

数 ,开列呈览。'及期 ,大学士冯铨同汤若望携窥远

镜诸器 ,赴观象台测验 ,其初亏食甚复圆时刻分秒

及方位 , 大统 、回回法俱有差误 ,惟西洋新法吻

合。”
[ 7] (P.1)

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初七日 ,多尔

衮令旨 “汤若望所用西洋新法 ,测验精确 ,密合天

行 ,尽善尽美 ,见令定造时宪新历 ,颁行天下 ,宜悉

依此法为准。”
[ 8] (P.4)

于是《顺治二年岁次乙酉时宪

历》卷端写明 “依西法推算”。至此 ,清初统治者开

始采纳汤若望的西洋新法编制颁行 《时宪历 》,冠

以顺治的年号 ,通过这样的改正朔之举 ,将清朝取

明朝而代之的身份合法化 ,并通过颁朔来昭示己

身统治的正统性。

西洋新法经验证是准确的 ,其被采纳用以制

新历后 ,皇帝旨下 “钦天监印信著汤若望掌管 ,所

属官员嗣后一切占侯选择 ,悉听举行 。”
[ 7] (P.1)

此

后 ,因在钦天监工作成绩显著 ,汤若望不断获得晋

级封爵 ,在成为钦天监最高长官监正之后 ,历任太

常寺少卿 、太仆寺卿 、太常寺卿 、通政使司通政使 ,

秩正一品 ,顺治帝赐号 “通玄教师 ”,先后加封其为

通议大夫 、光禄大夫等 ,汤若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

一个直接掌管钦天监工作的西洋人 。但汤若望之

所以荣宠加身 ,除去因自身素养而赢得赏识外 ,既

不在于其西洋人的身份 ,也不在于其西洋新法之

精良 ,而在于其西洋新法能增强统治者来阐明自

身正统性时的说明力。

尚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汤若望的西洋新法

仅仅局限于天文历算的学理层面 ,就历法本身而

言 ,其学理依旧服务于中国传统的兼顾回归年与

朔望月的阴阳历 。依西洋新法编制颁行的历书

《时宪历》 ,从编排形式上看 ,与此前的中国传统历

书相比 ,并无二致 ,依旧沿用中国传统的时间表述

方式 ,除历谱外 ,仍充斥着大量反映中国人宇宙及

时间观念的历注。正如汤若望在其为时宪新历所

做的解答中所言:“或问天行与人事相应 ,以此 ,历

有推算 、辅注二事 ,今云依西法造历 ,则是辅注亦

西法矣? 晓之曰:自前朝奉旨修历 ,只因该监所推

交食不合 ,皆由旧法七政差讹 ,乃始决议改修 ,所

谓改修者 ,皆关推算 ,非辅注也 ,二十年来 ,著成新

法历书百十余卷 ,皆天行理数之学 ,创法者之所

指 ,授受法者之所讲 ,皆求推算 ,非辅注也 。历成

恭逢圣朝御宇特鉴新法与天行密合 ,分毫不爽 ,遂

用造历颁行 ,则是所用之西法 ,皆关推算之事 ,而

该监辅注尚仍旧例 , 非西法 天文实用之辅

也 。”
[ 9] (P.1)

可见 ,就西洋新法在改正朔中的作用而

言 ,其依旧服务于中国统治者 “受命于天 ”的政治

理念 ,就铺陈中国人传统时间观念的历书辅注而

言 ,也与西洋新法毫不相关 。

汤若望的西洋新法就这样在中国传统历法的

层层包裹之下 ,被 “中化 ”为维系中国传统政治及

社会运作的一个机器部件。就此而言 ,西方自然

科学在与中国传统政治的第一次密切接触中 ,仅

作为技术手段被纳入沟通天人的技术操作中 ,其

最终目的还是用以维护与加强中国延续上千年的

古老传统。汤若望西洋新法的精准可能引发的对

宇宙自然的好奇求真 ,亦在工具性的政治利用中

无法彰显。至于天主教在汤若望以历法进阶的过

程中得以在中国扩张 ,则应另当别论 。如果没有

后来杨光先对汤若望的状告而引发震动朝野的历

案 ,汤若望其人其学的 “西洋 ”特征或将就此淹没 ,

也未可知。

杨光先对汤若望的状告所引发的历案 ,其后

对于中西学关系的反思 ,演为西学中源说的滥觞 ,

反映了国人对于西学迎拒的心态。西方天文学服

务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构建的从属地位 ,从一

开始就决定了国人将西学纳入中国传统观念体系

中的态度。具体到改正朔这一层面 ,西方的天文

学知识借由中国传统阴阳历的形式 ,成为通天的

手段 ,服务于中国君权天授的政治理念和阴阳五

行思想界定出来的宇宙秩序观念。但清初改正朔

在禁锢西方天文学发展的同时 ,也为其在中国得

以应用并逐渐传播开来提供了一个平台 。当 “用”

渐次达于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天象宇宙的重新认

知 ,并在鸦片战争之后与大量传入中国的西方科

学知识一起 ,逐渐改变着国人认知客观世界的知

识框架时 ,也侵蚀和消解着在这一认知框架中建

构起来的观念体系 。清末的改元改历就体现了西

学传入由 “用 ”及 “体”的发展过程 。

三 、清末改正朔———改元与改历

清末众声喧哗的改元改历的纷争 ,折射着晚

清新旧杂陈 、中西并举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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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元 ,以康有为的孔子纪年和革命党人的黄帝纪

年影响最大;改历则指以西方世界普用的西历即

阳历 ,取代中国传统的阴阳历。无论改元还是改

历 ,因其涉及名年建元的改变及历法的更张 ,所以

一方面因其延续了改正朔的形式而带着某种争正

统的意味 ,一方面又因其通过符号的替代 、正统依

据的转换以及历法的更张 ,赋予改正朔以新的意

涵及作用 ,使得改正朔成为一种折射时代特色的

变革工具 ,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正朔 。勿庸

置疑 ,改正朔在被延续的同时 ,也被改造着。

首先 ,改正朔据以提出的环境与主体发生了

变化 。传统改正朔多发生在改朝换代已成事实的

前提下 ,由初掌政权的统治者践行 。而清末的改

正朔却发生在危机四伏 、变革剧烈的年代 ,由非当

政者提出 ,希望借此实行变革以应对变局 。可见 ,

传统改正朔倾向于证明某种既定的事实 ,而清末

改正朔则被人寄予开启新局面的期待。

其次 ,清末的改元改历以改正朔的形式出现 ,

无疑也有争正统的意味 ,但 “统 ”之所以为 “正 ”的

标准 ,已然发生变化 。名年建元的改正朔方式 ,是

将君权的合法性根基于对天道的终极信仰。及至

晚清 ,康有为提出孔子纪年 ,革命党人提出黄帝纪

年 ,使得在改正朔中赖以说明其正统性的依据发

生了变化 。孔子纪年和黄帝纪年 ,首先是对君权

的否定 ,其次是对君权天授的否定 ,进而就是对天

道的否定 ,否定的方式并不是直接的质疑与反对 ,

而是割裂 ,将对天道的终极信仰从改正朔中剔除 ,

而代之以文化或民族的认同 。
[ 10]
中国人以天道信

仰为核心所呈现出来的宇宙秩序观念 ,在西方天

文学的侵蚀与冲击下 ,逐渐坍塌崩溃 ,这是一个由

隐而显的长期过程 。
[ 11] (P.336-359)

晚清提出的孔子

纪年 、黄帝纪年 ,既是国人天道观念崩溃的一个验

证性的结果 ,也是一种延伸意义上的实践。

最后 ,传统改正朔是统治者通过改正朔获得

上天的认可以验明正身 ,并确认民众和周遭附属

国的臣服 。在易姓称王和新政权确立已成既定事

实的前提下 ,改正朔更倾向于是一种结果的展示 。

其仪式化行为的本身就足以获得 “受命于天 ”、“与

民更始”的全部象征意义 , 在这里 ,形式即内容 。

近代中国在西潮冲击下 ,危机意识凸显 , “改正朔 ”

在要求变革的晚清时期 ,成为可资利用的变革手

段。 “正朔服色 ,举国之所奉行 ,不可须臾离 ,纵而

改之 ,可以反积重之习 ,于国既不甚费 ,于民又无

所损 , 照令夕行 , 变法之速而能遍 , 当无逾此

矣 。”
[ 12]
人们希望通过 “改正朔 ”来实现某种切实

的改变 ,以扭转局面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语境中

形成的紧迫感 ,变革以应对时局的主观意图 ,使得

人们属意与着力之处在于 “改 ”,希望借改正朔收

取变法之功效 ,从而不着痕迹地完成 “改正朔 ”的

去形式化 ,进而使得改正朔的重心充实着变革的

内容。晚清改正朔的去形式化实则是将一种理所

当然 ,除魅化为一种充满歧异的思想资源。清末

的改元论争便体现了这一转化过程。无论是孔子

纪年还是黄帝纪年 ,均将天道从意识形态领域剔

除 ,这样也就将中国古老的历算之学从政治合法

性构建的技术操作中逐渐剥离出来 ,历法所呈现

的神秘天象不再与政治合法性捆绑在一起 ,进而

提出以西方普用的西历取代中国传统的阴阳历 ,

也就成为改正朔在观念层面发展出来的一个必然

结果。同时 ,改用西历也成为清末一项应对时局

的重要变革措施。

19世纪中后期 ,中西方交往日渐增多 ,西方

普遍采用的格利高里历即西历 ,作为与清代时宪

历并存的时间序列 ,以 “西历年月日 ”的字样 ,逐

渐出现在外交 、工商以及近代媒体传播领域 ,如

果说西历在此层面属于 “用 ”的范畴 ,那么当改用

西历以改正朔的形式出现 ,要求取代中国传统的

阴阳历 ,以此来达到学习西方 、融入世界之目的

时 ,则已进入 “体 ”的范畴 。我们需要从思想史的

角度解读 ,才能对中国提倡使用西历得出一个符

合逻辑的解释 。

以改正朔的方式倡导改用西历 ,源自俄日两

国的示范效应 。 “当我朝康熙间 ,俄皇曰彼得者 ,

慕欧洲之政教风俗 ,思一一从而效之 ,乃改正朔 ,

乃易服色 ,已从欧洲之制 ,未几 ,百废具举 ,俄国渐

以强盛 ,越百余年 ,日皇摩祖希都有自强之志 ,即

学俄皇所以学欧洲者 ,先从事于正朔服色 ,日本亦

治 ,呜呼 ,二君之果于变法 ,可谓知本矣 。”“曰凡人

之情 ,党同伐异 ,正朔服色 ,既为列国所同 ,而一国

必欲立异 ,则交际往来 ,不免存歧异之心 ,语言文

字 ,又或多注解之繁 ,然则改朔易服 ,不徒可以定

民志 ,并可以联邦交矣。”
[ 12]
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

西历以 “欧洲之制 ”的形象出现在国人学习西方以

自强的期望中 ,即改用西历的中国总可在线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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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发展中成为像西方一样富强的国家 。可见 ,

民族国家在建构之初 ,便已通过采用西历 ,将线

性 、进化的时间观念内涵于其中 。 1912年 1月 1

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 1月 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发布 《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中华民国改用

阳历 ,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 ,为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 13] (P.5)

至此 ,西历即阳历正

式成为中国政府颁布实施的社会时间建制 ,改用

西历亦成为日后民国政府改造民众观念世界的重

要举措。当西历以阳历的字样为国人所熟悉时 ,

线性进化的时间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内化于人们

的观念世界里了 。阳历对阴阳历的取代 ,不仅是

两种时间建制的交替 ,也是科学对迷信的扫荡 ,传

统阴阳历在民国时期成为旧历和废历 ,其中附着

的宇宙秩序观念 ,也遭遇了皮之不存 、毛将附焉的

命运 ,从而不断地被批判和追剿。

结语

西学东渐带给中国的巨大改变 ,已毋庸赘言 。

改正朔作为承载着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和政

治举措 ,遵循奉天法古的原则 ,其透过历法所象征

的天道正统观念 ,既为统治者所提倡 ,也为民众所

遵循 。辨析其在清初以至清末民初的变迁 ,无疑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审视西学东渐的角度。清初的

改正朔吸纳了西方的天文学知识 ,虽然奉天法古

的思想没有就此改变 ,但 “西洋新法 ”作为一种认

知宇宙天象的知识 ,开始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

人关于天道正统的观念世界 。清末民初的改元改

历 ,则意味着改正朔不再是奉天法古的惯例遵循 ,

而成为了应对时局的变革工具。改元对君权天授

的否定 ,正是接续清初西方天文学对国人天道观

念的改变而来。西历虽然不能算作一种知识体

系 ,但作为一种西方世界普遍采纳的时间建制 ,其

所涵盖的社会事项对于中国人而言是富强 、进步

的象征 ,而藉此时间建制得以强化的线性进化时

间观念 ,既蕴含着国人希图富强的期待 ,也表征着

人们感知世界方式的变化。

聚焦改正朔 ,我们可以看到 ,从西方天文学在

清初被纳入改正朔 ,到清末提倡改用西历 ,再到民

国正式采纳西历 ,西学传入 ,从一种知识体系发展

为一种象征科学进步的符号 ,已隐然取得了不容

置疑的正统地位。与此同时 ,是中国传统观念世

界的崩塌和解体 ,是传统宇宙秩序观念退出政治

领域。而其在民众世界赖以存留的方式则被视为

迷信不断地受到批判和追剿 。但不管改正朔发生

着怎样的变化 ,其作为一种观念和方式 ,被清末不

同派别 、不同主张的人所利用 ,似乎说明中国人树

立正统的愿望并没有发生改变 ,只不过何为 “正 ”、

何为 “统 ”的标准发生了逆转性的变化 。

注释:
①学界对此已有研究 ,且多从政治观念等角度予以关注。 可

参见雷戈:《正朔 、正统与正闰 》 ,载于 《史学月刊 》2004年第 6期;

汪文学:《从 “三正循环 ”到 “名年建元 ”———说改正朔之方式及其

意义 》 ,载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 》199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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